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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视角下深圳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困境和策略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Within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of Shenzhen: A 
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
杨林川 周松柏 郭源园 林浩韬 刘吉祥 许旺土
YANG Linchuan, ZHOU Songbai, GUO Yuanyuan, LIN Haotao, LIU Jixiang, XU Wangtu
摘 要 生态控制线是生态空间管控的重
要举措之一，也是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和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复杂
的产权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它的划定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妥善处理生
态线内已建社区和合理进行社区改造已成
为重要议题。本文以深圳市为例，系统梳理
生态线内社区的特征，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
念，分析生态线内社区改造过程中政府、社
区、居民和开发商等利益主体的成本与收
益，指出生态线内社区改造的难点在于交易
成本过高以及收益与成本缺口巨大，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改造策略，以期
更好地推进生态线内社区改造，逐步完成生
态修复工作，更好地实现生态价值与社会经
济价值，并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生态控制线；社区改造；交易成
本；公众参与；城市蔓延
Abstract: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is a crucial tool for ecological space management.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urban areas, preventing 
cities from expanding beyond their pre-set boundaries. China pioneered its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in Shenzhen in 2005. Since then, seamless integrations of this technique into urban planning 
has received ever more spotlights. However, ecological control lines are hard to scientifically 
designate. Mishandling would lead to government-resident disputes. Worse still, property rights 
and historically unresolved problems further add to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So, practicing the 
technique is quite challenging. Thus, proper ways to handle and renovate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 within ecological control areas has become a focus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 
study applies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 cost to the analysis of Shenzhen’s case. Gaming behaviors 
and policy response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ies within ecological control lines 
are studied closely. Several features of the communities within ecological control area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fragmented spatial structure, complexed social structure, and simplifi ed 
economic structure. Us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ur analysis covers holistically costs and 
benefi ts for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This is followed by a detailed account of costs and benefi ts 
for different stakeholders(i.e., government, developers, and resident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at 
excessive transaction costs and pessimistic income prospects contribute to diffi culties of refi ning 
ecological control lines. Based on this reasoning, the study recommends a reform strategy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recuperation, and maximization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welfare. It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other cities which implement similar policies.
Keywords: Transaction Cost;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Urban Sprawl
0  引  言
近年来，以土地为核心、“土地换发展”的旧城镇化模式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模式，实现“公民权利的回归”[1]。因此，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城市发展品质和化解快
速城镇化导致的人地关系危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强调了以人的充分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以环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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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 [2]。习近平主席在
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
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史无前例的新
高度。与此同时，快速城镇化导致城市不断
蔓延，城市土地空间资源逐渐减少，城市发
展建设用地日益紧缺。因此，如何控制城市
增长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各城
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的挑战。而城市增长
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则为城市的
合理扩展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3-6]。
为控制无序蔓延扩张、促进城市发展
模式转变、引导和框限空间发展以及破解
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四个难以为继”
的核心矛盾，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者的
深圳市于20 05年率先提出划定全国首条
城市生态控制线（下称生态线）作为城市
生态保护底线，将总计974 km2，约占全市
总面积一半的土地划入线内，并配套颁布
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划线方案和政策立法同步出台，“规划”
和“管理”齐头并进，“一条线”和“一规
定”对土地利用进行了严格管制，确定了生
态线的法定性，保障了它的执行强制性[7]。
国内一些城市或地区（如上海、东莞、武
汉、中山、天津滨海新区）随后相继参考深
圳经验，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生态空间
管制政策，在生态线内完全禁止或者严格
限制开发建设，以实现对区域生态空间的
离散保护、整体涵养以及生态平衡 [8]。但
是，由于缺乏借鉴经验，“一言堂”、指令型
的仓促划定欠缺对土地利益格局的考虑，
最初划定的生态线内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一
定量已开发建设的土地和社区。一方面，生
态线的划定以及配套管理政策不同步导致
了空间发展权分配不公平，刚性管控、弹性
过小的管理方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进入，
“压制”甚至是几乎“剥夺”了社区发展的
权利。自上而下的管理要求和自下而上的
发展诉求存在明显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生
态线内社区面广量大，缺乏大量经济支持
的全面物质空间改造模式难以推行，大部
分社区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安置。而生态
线内刚性、严格的土地管控政策又严重影
响了线内社区原有的产业发展路径、经济
收益和生活模式，给原社区居民的生产生
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除生态价
值之外，其他价值（如社会价值）也尚未得
到有效发挥[9]。于是，生态线政策陷入了既
无法完全实现生态保护目标，又影响社会
公平的双重困境之中。
关于解决上述现实困境，促进生态线
内社区的改造，目前尚没有较好的理论解
释和支撑（博弈论、契约论等在实际问题
的解决过程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因此本文尝试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
本的视角，以深圳市为例，剖析当前生态线
内社区改造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对应的生态线内社
区改造策略，以期为其它城市的相关研究
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文献综述
生态 线 规 划是典 型的“理论 落后于
实践”的实例，从理论到实践明显准备不
足。尽管 它陆 续被 接 受 并已成 为一种 保
护城市生态环境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
有效手段，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拥护和认
可[10 -11]。但是，国内对生态线相关问题的
研 究仍 停留在 起 步阶段。国内学 者在 深
圳市生态线划定（20 05年）之后，陆续对
生态线划定方法、管理思路、补偿策略和
监督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和研究。
盛鸣针对深圳市生态线实施和管理 过程
中面临的 挑 战和 存 在的问题，从 宏观 层
面指出了生态 线 存 在的管 理 精 细化 不足
等问题，指出需要加快完善配套政策的制
定 [12]。孙瑶等对生态线实 施 效 果进行了
反思式总结，从国外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多
种保护共赢策略[13]。邹兵指出尽管深圳生
态线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遇到各
种困难，但其理念深入人心、政策受到拥
护，可被认为是城市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
的成功案例[7]。李建学等认为深圳生态线
是“多规整合平台”和下层规划的核心依
据，指出它的管理逐步从纯粹的技术管理
转变为公共治理，并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构
建了生态线管理政策优化的框架[14]。周岱
霖反思了深圳和武汉的生态线管控制度，
指出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粗放式的线内
建设指引和允许建设项目划分以及生态补
偿制度缺位是目前困扰我国城市生态线管
控的主要问题[15]。孙瑶和马航以深圳大鹏
半岛为例，探讨了生态线内村落的实际更
新路径，指出更新特点主要表现在村落与
生态控制区的空间贯通、“非增量”的村落
整体空间改造、功能业态控制与景观营造
三个方面，并对比了旅游开发对村落产业
结构和村民福利的影响[16]。李明晶总结了
生态线划定的思路：“先底后图”的生态格
局构建方式、三值（约束值、经验值和预测
值）综合的用地规模确定方式和“分类—
分级”的生态红线管理体系，并以肇庆市生
态线规划为例，展示了生态线划定方法的
应用[17]。陈伟劲等以山东省威海市为例，总
结了宜居城市生态线规划的思路和“多规
融合、一张蓝图、上下联动、共划共管”的
管理方法，指出了挖掘生态空间的复合价
值的必要性[18]。
社区规划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旧城区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分析[19]、改造模
式[20-21]、实施过程的多元主体博弈[22]和公
众参与[23-24]等方面。当前学术界的总体认识
是：面对旧社区存在的复杂问题，社区改造
需要重视转变规划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引
入社会资本，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22, 24]，明
晰产权[19]，注重社区参与和社会公平[20, 23]等
策略，这对生态线内的社区改造实践提供
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为实现生态线的生态效益，地方政府
逐渐对线内社区进行更新改造，包括逐步
搬迁居民点、清退生态影响较大的项目、
原址生态化改造等。但是，生态线内社区
改造的相关研究（如方法路径、补偿机制、
社区参与和空间效应等）却付之阙如。现
有相关研究大部分以生态线政策或者一般
的社区改造为研究对象，却较少实现二者
结合，仅有林浩韬等从内容、定位、编制和
实施四方面构建了生态线内社区规划的框
架体系[25]。然而，较之普通的社区改造，生
态线内社区的改造更强调生态地区的保护
和开发控制以及充分结合地区本身发展诉
求和实施层面的可操作性，如何解决生态
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线内社区的改造问题
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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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市生态线内社区的特征
生态线内社区更新改造是生态控制和
社区发展的焦点与冲突点，在最早进行生态
线控制的深圳表现得最为典型。截至2015
年5月，深圳市共有312个社区全部或部分
位于生态线内，其中全部位于线内的社区
有12个，80％及以上面积位于线内的社区有
45个，50％及以上面积位于线内的社区有
140个，50%以下社区面积有172个。它们由
原农村社区转化而来，是快速城市化进程
所造成的转型社区[25]。林浩韬等将生态线
内社区的特征总结为土地权属问题复杂、
产业类型低端、社会结构多元、管理体系不
明确[25]，但其忽略了生态线内社区的其他特
征（如居民收入模式和现实建设情况）。总
结梳理现有研究，本文从空间结构、社会结
构和经济结构出发，将深圳市生态线内社区
特征总结为空间结构破碎化、社会结构复
杂化和经济结构单一化。
2.1 空间结构破碎化
空间结构破碎化指土地权属破碎化和
实体建设空间破碎化。
土地权属破碎化：虽然名义上土地已
由集体转为国有①，但由于补偿不到位，大
量土地征转手续并未完善，许多土地实际
仍掌握在原社区手中，导致土地权属模糊
不清、错综复杂。这一现象在原特区以外的
区域更为严重。
实体建 设 空间 破 碎 化：多由原 农 村
居民点转制而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这类农村居民点凭借低廉的租 金优势和
集体用地特 殊的管理优势吸引了大 量 外
来人口和产业涌入，这些农村居民点以特
有的自下 而上的 方 式 进 行 城 市化。受 经
济 利益 刺 激，这 类 城市化 建 设存 在明显
的短 期 行为，造 成了违法建 筑 遍 地 开花
的空间形态，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面貌。
2.2 社会结构复杂化
社会结构复杂化指社会关系结构复杂
化和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
社会关系结构复杂化：大量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如“三来一补②”加工制造业）
涌入，加之廉价住房的吸引，使得线内社
区成为了外来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区，如深
圳水源三村的外来人口比例达到了95%。
作为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地区，这类
社区本身具有原农村集体传承而来的自组
织体系，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社共同
体”[26]，而外来人口的涌入则冲击了原有的
社会组织结构，在其之上建构了一层基于
经济关系的社会网络，使得社会结构趋于
复杂化。
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深圳逐渐引入
了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和股份公司“三
驾马车”型管理模式。虽然名义上已由政
府接管了原村庄的公共事务，但实际上各
社区仍由村集体 转化而来的股份公司管
理。各社区仍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12]，需
要继续负担沉重的集体经济。
2.3 经济结构单一化
经济结构单一化指产业结构单一化和
收入结构单一化。
产业结构单一化：线内社区具有典型
的“弱”生产空间的特征，其低廉的租金和
劳动力价格吸引的多是低端生产型企业和
低端旅游业，附加值极低。例如，水源三村
的企业主要经营电子加工、五金加工、家
具、服装加工等传统低端落后制造业[27]。
收入结构单一化：在生态线划定前，
社区有较大的自由进行土地处置。高额的
物业出租以及由此带来的集体股份分红刺
激社区集体及原住民的收入结构逐渐转为
以物业出租为主。较之耗时耗力、利润低
廉的农业，以出租为主的收入形式使社区
对此产生了极强的路径依赖，导致社区收
入结构的单一化。
3  交易成本理论与生态线内社区
的改造困境分析
深圳市在未完成土地确权的条件下便
一次性划定生态线，“封死”土地的发展用
途，反映出“指令型”、一元决策主导、轻
视多元主体空间话语权和平等参与权的政
策制定和产权私有化、利益多维分化的现
实情况的矛盾。当时政策制定程序的“简
化”直接导致了现时政策实施问题的“深
化”。生态线划定之时，“轻视”和“牺牲”
多元主体的参与虽然保证了政策“制定”
的效率，但无法保证政策“实施”的效率。
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政治逻辑绝对占优、
“高效”的决策过程为自下而上、市场主
导、市场逻辑相对占优的实施过程埋下了
隐患，导致生态线政策实施低效、困难重
重。下文以交易成本为切入点，重点以深圳
大鹏半岛的生态补偿为例，对生态线内社
区的改造困境和策略进行分析。
3.1 交易成本
3.1.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是新制
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由新制度经济学的
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
里·科斯（Ronald H. Coase）于1937年所提
出[28] ③，指的是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
成本，当然也包括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
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具体而言，这部分成
本包括界定、度量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即
提供交易条件）、发现交易对象的费用、讨
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和执行交易的费
用、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的费用以及
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正是通过“生产
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区分，新制度经济
学将传统经济学在成本问题分析中涉及的
诸多外部因素（包括信息因素、垄断因素、
风险因素和政府管制等）均纳入交易费用
的分析范畴[29]。在交易成本政治学和经济
学中，交易可理解为“公共政策各领域合同
的签订及其资源交换，而交易成本为区别
于生产成本之外的交易时发生的‘摩擦成
本’”。同时，有别于传统行政注重强制人
治权力和干预，交易成本视角对政策工具
的运用更注重互惠契约治理。把交易成本
视角引入到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中来，发
现改造过程中政府的诸多针对社区居民的
政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实现交易成
本的最小化和收益的最大化是政府、社区
居民以及开发商和其它主体的共同目标。
3.1.2 交易成本的分类及影响因素
威廉姆森于1985年对交易成本进行了
进一步的分类，分为事前与事后两大类，
具体包括搜 索成 本、谈 判成 本和管 理 成
本[30]。搜索成本指的是搜索一项商品或一
项服务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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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比较基于以下原则：标准化的商品
或服务，搜索成本低。独特的商品或服务，
搜索成本高；谈判成本指的是在为一项商
品或一项服务的权利转让、签订合同、进
行谈判时所需要的成本。谈判成本的比较
基于以下原则：当风险值和合作解的信息
是公共的（双方），谈判变得简单容易；多
方谈判且彼此分散时，谈判变得昂贵和困
难；有敌意的和非理性的（过分强调自己的
利益）谈判难以成功；管理成本指的是一
项商品或一项服务进行权利转让的谈判完
成后，需要时间来完成而产生的成本。管理
成本的比较基于以下原则：协议执行时间
短，易于观察，惩罚易于执行，管理成本就
较低。
对于交易成本而言，影响交易成本的
主要因素包括商品是否标准化、产权是否
明晰、谈判的人数的多少、信息是否共享、
侵犯协议的行为是否易于观察且惩罚容易
执行，具体分类见表1。
3.2 整体的成本收益分析
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是政府与社区集
体及原住民及其他参与改造的主体的交易
行为。土地资产权利（使用权和收益享受
权）则是交易的对象。对一般的城市更新
改造而言，“土地红利”可惠及各主体（政
府、开发商和居民），使得各主体容易产生
一致的目标（图1），建立统一的行为准则。
但是，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难以产生巨大
的实体经济利益回报，却要面对高额的补
偿费用和交易成本。
成本：社区改造成本分为两部分，即
以土地产权转移为主的补偿费用以及交易
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需要改造
的生态线内社区面广量大，以土地产权为
基础的补偿费用十分庞大。另一方面，需
要改造的生态线内社区类型多样、独特性
强，混乱的土地产权、破碎化的土地利用形
式增加了改造前期土地产权归属的信息搜
集工作；庞大的人口数量、复杂的社会关系
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非理性的补偿预期提
高了政府、开发商与社区的谈判协调难度，
增加了谈判成本；生态线政策严苛的管理
要求与实际上社区 居民由于生活发 展 需
求进行的各种违法建设行为，增加了政府
的管理成本。因此，改造的交易成本非常
高（多数研究忽视了它的存在）。
收益：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生态线内的
建设活动，明确规定线内可发展的产业类
型仅为与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宜的重大道路
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
园、现代农业和教育科研等，故生态线内
社区改造受制于此，房地产开发和大型工
业园区建设等回报率较高的改造路径被排
除在外，导致线内社区改造难以带来巨大
的实体经济利益回报。
因此，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生态线内社
区的改造难以产生巨大的实体经济利益回
报，却要面对高额的补偿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成本—收益”极度不均衡下，各主体按
照“理性经济人”的原则，导致生态线内社
区改造进程陷入僵局，难以平衡经济发展、
生态保护和社会公 平。因此，巨大的“成
本—收益”缺口使得社区改造难以持续。
3.3 各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大鹏半岛
生态补偿为例
3.3.1 政府 
在生态线内社区改造问题上，政府是
最关注生态价值和政治价值收益的主体，
这也是其在价值取向趋向多元的宏观背景
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反映。城市生态环
境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市民满意度
与城市竞争力，政府也能因此获得间接收
益，比如在淘汰约160家低端落后、环境污
染较大的企业后，大鹏半岛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到97.5％，PM2.5平均值下降近
20%。但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不
得不成为生态线内社区改造的唯一主导。
政府需要负担改造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包
括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生态补偿费用以及
大部分、难以量化的交易成本（目前由政
府负责谈判、协调、管理等工作），其中自
大鹏新区生态补偿落实以来，已累计发放
生态补助资金超过16亿元，16 652名原村
民直接受惠于此。由于政府面对的改造成
本远超过其所能承受范围，政府只能要么
采取强制性的政策手段（刚性管控），要么
仅改造局部、成本较低的社区。而其余社
区只能暂时被搁置一旁，改造进程遥遥无
期。大鹏新区因为位于深圳东部，经济发展
以旅游业为主，生态用地分布广泛，改造成
本较低，因而被作为深圳生态补偿试点，
并已出台有限的生态补偿方案；相比之下，
位于宝安、龙华、龙岗等改造成本较高地
区的生态控制线内社区的补偿方案仍然迟
迟没有出台。
3.3.2 社区集体及原住民
在现有制度下，社区集体及原住民的
唯一的生态改造收益来源，就是政府的货
币化生态补偿，例如大鹏新区的原住民可
享受每人每月1 000元的生态补偿（2011年
之前为500元标准），另一方面虽然生态改
造可以提升社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社区
品质，但是这种收益并不是原住民最为看
重的收益。在社区改造中，社区集体及原
住民的成本主要是现有土地使用的机会成
本，即社区若利用现有生产要素（土地、
空间、建筑等）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
少量的配合政府社区改造的交易成本，比
如以大鹏新区生态线内的双坑、洋稠及平
铺等 社区在 生态控制线划定之前可以依
靠出租社区的集体物业（包括厂房、商铺
等）获得经济收 益。然而，由于政 府无法
交易成本低 交易成本高
标准化的商品或服务 特殊的商品或服务
清晰、简单的产权 模糊、复杂的产权
谈判方少 谈判方多
友好的谈判方 敌意的谈判方
熟悉的谈判方 不熟悉的谈判方
理性行为 非理性行为
即时交易 延时交易
没有偶然因素 很多偶然因素
监管成本低 监管成本高
廉价的惩罚 昂贵的惩罚
表1  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Tab.1  factors influencing transaction costs
图1  一般城市更新改造的合作博弈
Fig.1 cooperative game of traditional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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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与经济收益的损失相匹配的、足够的
生态补偿，加上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线内
社区集体 与原住民 开始了漫长的 抗争活
动。虽然政 府每年 都 依靠卫 星遥感技 术
对线内违法建设行为进行监测，严格清退
违建建筑，遏制违法建设行为，但线内地
区部分违建建筑仍在增加，这进一步增加
了政府的管理成本。违法建筑的屡禁不止
也反映出生态线划定的历史问题和管理
上的困难。
3.3.3 开发商及其他利益主体
生态空间的经济价值近年来逐渐受到
重视，社区改造能产生一定收益预期。大
鹏半岛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几
乎所有沿海的村落都被列入“有较高保护
价值的自然历史村落”，因而更成为开发商
眼中的香饽饽。例如，2012年京基地产介
入，欲将诸多村民的民俗客栈悉数拆迁建
设成为及旅游、娱乐、居住为一体的高端
度假村，然而由于与村民之间补偿标准存
在极大的异议，遭到村民的激烈反对，使
得开发商的计划难以顺利实现。实际上，现
有生态线内社区管控政策模糊不清，产权
状况错综复杂，生态产业仍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导致开发商难以产生良好的收益预
期。从成本上看，市场中其他利益主体介入
的成本取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是
合约方式），但就目前一般的城市更新改
造实施情况来看，开发商要承担一定比例
的补偿安置费用以及交易成本。此外，对
于生态线内社区改造，开发商可能还需要
承担一定的生态修复工作。
因此，高额的交易成本与难以评价的
收益回报水平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少
数介入开发的资本也多是以生态环 保 之
名，行违法建设之实，如近期屡屡曝光的
麻勘村环保产业园即是典型的反面案例。
开发商进驻意愿不强、动力不足，无法为政
府分忧解难。政府需要独自面对改造中复
杂的权属问题、安置问题等，进一步增加了
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4  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策略
生态线内的社区改造具有一定特殊性
和复杂性，不仅需满足当前生态规划中生
态红线的硬性要求，同时亦要考虑社区历
史遗留问题，满足社区居民经济发展的诉
求。因此，结合上述深圳市生态线内社区
的基本特征和改造困境分析，基于交易成
本的视角，本文对生态线内社区改造的困
境剖析提出如下改造策略和思路（图2）。
4.1 不同主体主导不同阶段
基于各主体成 本 与收 益的不均衡，
“政府主导、社区自发、逐步更新”的改造
原则可能更适合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在
改造初期，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协同股
份公司先期投入一定资金完成部分土地清
退、产权确权、生态恢复、更新单元划分
等工作，以便于生态空间的价值挖掘，形成
“保护—开发—经营”的良性循环。此外，
政府将不在生态敏感范围、不破坏生态格
局、拥有发展强度较高、成片社区的地区
调出生态线，为社区的发展“松绑”和“解
锁”，并进行异地置换，调入现状条件好、
邻近生态线的非城市建设用地，以转移空
间发 展权，并 维 持 生态 线内土 地面 积 不
减（即占补平衡）和保持生态空间结构。政
府需要通过动态调整和局部优化来完善改
进生态线政策和维护其合理性[14]，将宏观
的生态格局控制具体到微观的具体地块优
化调整。而到了改造中后期，则应以各社区
和开发主体为主，充分发挥社区的自主管
理能力，减少政府管理成本，逐步实现线
内社区的生态化改造。
4.2 挖掘生态空间的复合价值
“ 生 态 系 统 利 用 是 最 好 的 生 态 保
护”[31]。生态空间的价值近年来随着宏观
价值取向转变（以城乡生态宜居为首要目
标）以及产业绿色化发展逐渐引起人们的
重视 [32-35]。生态线内的空间并非均质，故
对生态线的管理也不应仅仅是简单的“一
刀切”——“圈地禁建”[3 6 ]（或“圈地限
建”），而应实现“精细化”“差异化”，即结
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生态空间
进行合理分区，进行精细化和差异化的管
理[11]。通过打造具有特色的观光游憩、乡村
旅游、休闲度假、自然体验、文化创意和教
育科研的空间，全面拓展资源的利用方式来
更好地发挥生态空间的复合价值，例如位于
龙华观澜街道的大水田社区是深圳为数不
多的保留客家文化和完整旧村建筑的村落，
通过开发其旅游观瞻文化价值，并结合传
统版画手工艺实现了文化创意产业与生态保
护的完美结合。香港于20世纪70年代进行
的生态保育区与城市社区的功能互补的建
设可为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提供良好的借
鉴。同时，对于生态、区位条件较好的线内
图2  生态线内社区改造策略
Fig.2 strategies of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ies within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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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在改造动力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故可
充分调动这类社区居民改造的积极性，加快
社区产业的升级转型，形成“良好的生态环
境—生态产业入驻—新的集体收入—居民
自发保护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图3），发
挥社区的自主管理能力。
4.3 建立直接和间接收益的均衡机制
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的均衡机制是指
既满足线内社区短期的直接利益需求，又
能为政府创造更多长期的间接收益，以实
现生态空间的综合效益。具体做法如：在
土地生态价值评估的基础上，给予社区集
体一定比例的生态产品（农家乐、现代农庄
等）开发权，帮助引导社区产业转型发展，
社区则需要协助完成剩余土地的生态修复
工作；建立合理的开发权转移制度或线外
土地的容积率奖励等激励机制作为线内生
态管控的生态补偿与征地补偿；引入市场
化的改造模式，给予社区集体一定比例的
生态开发收益权与经营权或以留存物业的
方式作为征地补偿，解决社区的长期收益
问题。例如，大鹏街道生态线内的东村、田
心村等村通过统筹规划，打造大鹏街道东
片区5A人文田园景区，实现了社区收益的
长期化和稳定化。
4.4 发挥社区既有社会组织的作用
生态线内社区多由城市化转制而来，
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基础，应充分利用其
原来的基层自治体系、传统的“村社共同
体”，以内化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在
改造的谈判过程中，应采取以与社区既有
社会组织谈判为主，与社区居民谈判为辅，
由社区组织负责社区居民内部协商的谈判
策略。谈判对象的减少以及内部合意的达
成有助于减少改造的谈判成本。此外，为
了减少后期社区运营的管理成本，考虑到
社区居民对于原村集体仍具有很强的依赖
性，为了逐步实现其向市民化的转变，仍需
充分发挥社区集体的作用。按照社会福利
论的视角，原村民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原村
民的福利保障。近年来，以尊重历史遗留问
题的“慢更新”的改造方式也成为了主流。
因此，充分利用既有社会资本的自下而上
的更新改造方式显得更为合理，具体可参
考日本古川町社区营造案例。
4.5 保障多元主体的参与
建立程序，对多元主体的参与进行制
度性保障，确保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促
进多元主体共同发声以影响公共事务的决
策，能够避免制度权力陷阱导致的公众参
与流于形式和成为表面文章而无法达到参
与的目的，并保证生态线调整的科学合理性
和空间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线内社
区的公众参与不能照搬城市中公众参与的
实现途径。原因是其或多或少具有原农村
集体传承而来的自组织体系，有着相异于一
般的城市居民（“原子化个体”）的行为逻
辑[37]。
4.6 促进原住民自身调适
生态线内社区居民作为生态空间的使
用者，不应仅仅以经济利益为唯一导向，还
应意识到生态线划定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多重意义以及其带来的非经济方面（如生
态、社会）的正外部性。比如，生态线划定
后，上岭排村的污染企业陆续迁出，使得居
民生活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居
民不能一直固守着土地资本化的传统创收
模式（出租房屋＋股份分红），而应提升个
人素质，增强生活技能，寻找其他的收入
来源（如有机绿色农业），减弱对土地资本
的依赖，提高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5  结  论
对于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生态资源日
益重要的国内大城市而言，生态线的划定
及管理是着眼长远效益的重要举措，但生
态线的划定极易带来复杂的产权纠纷和严
重的历史问题。巨大的改造成本和低水平
的经济收益使得生态线内社区改造已面临
着既无法完全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又影响
社会公平的双重困境。
作为最早实行生态线政策的城市，深
圳的问题很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此为研究
对象，剖析了生态线内社区的特征，总结了
现阶段生态线内社区改造的困境在于改造
交易成本过高以及改造的收益与成本缺口
巨大，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视
角提出了生态线内社区的改造策略，以期
更好地推进社区改造，实现线内生态价值
与社会经济价值的综合优化，并为其他实
施类似政策的城市提供借鉴和参考。
感谢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王旭博士和重庆
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高银宝博士对本文提出的
宝贵意见。
注释：
①  早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就开始进行城市
化改制，并于1992年完成了原特区内国有
土地的转制。2004年，为解决“无地可用”
的困境，深圳以法定图则全覆盖的方式，
将特区外土地转化为国有用地。经过1992
年和2004年两次城市化改制，深圳市全部
土地转为国有用地，实现高度城市化，但
同时带来了主观城市化、建设用地失衡等
一系列问题。
②  三来一补是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种企
业贸易形式，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
偿贸易。深圳市该产业的出现与临近香港
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③  科斯并未直接提出“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而是提出与交易成本意涵相同的
概念——运用价格机制的成本（the cost 
of using the pri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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